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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中立外交政策传统的形成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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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立主义是缅甸的传统外交政策，1948—1954 年是缅甸该项政策的确立和形成期。
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对中立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英美对缅政策出现偏差，缅甸国内出现政治
经济危机，缅甸与东西方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发展动力与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缅甸较快调适了它
在二者之间的钟摆，开始实行更加平衡的中立外交，并长期坚持了这一政策。缅甸人在确立中立
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安全感、地缘心态、对大国的防范、对自身的定位与认识，是构成
其中立外交传统的基本要素，已内化为缅甸的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外界观察其外交政策趋势的基
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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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后，外界普遍猜测与西方过从甚密的民盟将
进一步采取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但是很快昂山素季就向外界宣布，“缅甸独立之初，所奉行
的外交政策对缅甸来说非常适合……也是正确的”，新政府将进一步回归、奉行中立政策传统。［1］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兴起，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埃及、印尼等亚非新兴国家都采取了中立
主义外交政策。不过，这些国家在此后的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中大多没有坚持这一政策，而缅甸是个
例外。冷战时期，缅甸不仅成功地坚持了这一政策，而且将其内化为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传统。但
是，缅甸独立之后走上中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与两大阵营的互动，经过内部各种政治力
量的博弈做出的抉择。以往学界对缅甸中立外交的历史已经多有研究，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
的作品，其中有些学者已经观察到 1948—1954 年这一阶段的政策形成问题，并注意到了一些有关
影响因素，如吴努的个人因素、内部叛乱、朝鲜战争等。①不过，这些研究对于缅甸外交政策转变过
程的讨论还不够全面、系统，特别是没有注意到各方因素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叠加效应。考察缅甸中
立外交政策形成的动力与原因，目的和意义在于厘清该项政策传统形成背后的根本和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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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揭示出缅甸中立外交的本质。本文利用中国、英国、美国、缅甸等国的多边档案与文献，考察独
立初期缅甸在处理与两大阵营的三角关系中是如何走上中立之路的，分析这种路径选择背后所反
映出的长期、稳定的政策偏好和规律。
一、中立与结盟之间的徘徊
1960 年 4 月 5 日，吴努总理在议会下院发言称，“缅甸从独立以后就承诺实行积极中立、不同
任何阵营结盟的政策。”［2］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独立初期缅甸并不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中立之路。
在 1948 年独立前夕，缅甸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在设想、规划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与其他国
家的关系时，是倾向于与外部结盟的。1946 年 8 月，国父昂山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简称自由
同盟，系缅甸独立后的执政同盟) 最高委员会上表示，“我们必须有朋友和盟友……我们不能孤
立。”［3］1947 年 12 月 20 日，自由同盟主席、即将担任缅甸独立后首任总理的吴努在全党大会上致
辞说，为了防止我们的自由遭到破坏，“我们需要好的盟友”，“我们必须寻找好的盟友”。［4］
1947 年 2 月 4 日，昂山发表广播讲话解释说，“这是一个各国无法独自存在的时代，当我们寻
找朋友时，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太强大的国家是会想控制我们的。那是世界政治的自然规律。因此，
对我来说，我想我们必须同英国保持友谊。”［5］昂山对国际政治的这一总结和理解体现出他对外部
世界的三个重要认识，第一缅甸需要朋友，第二对大国的不信任和恐惧，第三对英国的相对认同和
依赖。这种有些矛盾的认识稍后均体现在缅甸独立初期的外交摸索和实践中。
缅甸独立后，面对两大阵营对抗，试图与各方保持友好，避免卷入大国的争斗，维护自身的安全
与利益。这一定位是整个冷战时期缅甸外交政策的基调。缅甸从 1949 年开始逐渐明确不结盟、中
立外交的政策立场，是年 9 月 28 日，吴努在议会发言说缅甸政府不会签订反左和反右的条约，除了
反侵略以外。［6］12 月 11 日，吴努在一场民众集会上比较明确地说明了缅甸的外交政策是，“不同任
何大国阵营结盟”，“我们相信我们采取的这一政策是我国所面临的处境下最好的政策”，“任何其
他的( 外交) 政策只能让国家毁灭”。［7］所谓“面临的处境”实际正是缅甸对其在世界政治中的自我
定位和对自身实力、状况的认知，特别是对自己身处大国对抗的地缘政治夹缝中的这一境遇的认
识。此后，缅甸主要领导人先后在多个场合为中立外交政策背书。例如，1952 年 8 月 4 日，吴努在
建设福利国家会议上再次重申缅甸继续实行严格的中立外交政策，不加入任何阵营。［8］
缅甸领导人虽宣称要实行中立不结盟外交，但其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原
则。缅甸多次强调不予结盟的对象是大国或大国阵营，但对与周边国家、中小国家的联合或结盟则
心有所属。1947 年 12 月，缅甸外长访问印度后提出，希望与印度一起在东南亚成立一个以二者为
核心的联盟，防范外部的侵略。［9］1949 年 5 月，吴努向尼赫鲁建议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四国
签署共同防务与经济条约，但尼赫鲁以时机不宜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10］1951 年，缅甸外交部长
访问印尼、印度和巴基斯坦，询问三个国家是否可以缔结区域性联盟之类的关系，结果因对方均顾
忌中国的反应而作罢。［11］实际上，缅甸高层也有人力主与美国西方阵营全面结盟。1950 年初，缅
甸对外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三十志士”之一的吴昂丹与美驻缅大使馆接洽，讨论与美国为首的
西方结盟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2］所以，缅甸的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确立，
是其在结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试探性接触，在没有得到响应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13］尽
管这样，缅甸还是力图营造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来巩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1951—1952 年，缅甸
先后与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
在与两大阵营的关系上，缅甸与中苏、英美大国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缅甸的中立外
交政策显得明显不够平衡。如上文所述，在昂山看来，缅甸与大国交往是充满风险的，相比之下值
得信赖的或能减小这种风险的交往对象还是寄希望于英国。以昂山、吴努为首的缅甸民族主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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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基于现实需要，都对英国比较亲近与依赖，尽管这种倾向遭到缅甸国内
左派的抨击和反对。1949 年 9 月 28 日，缅甸总理吴努在议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在与英国、美国和
苏联三个大国之间，“因为各种原因，英国与我们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绝对坦诚的”。［14］此外，这
一时期缅甸与美国也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相比之下，缅甸与中苏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冷淡、疏
远，往来十分有限。对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 “虽然缅甸自己坚称是严格中立的国家，但它同英
美现实中密切的联系，使其态度同西方世界更为一致。”［15］但是这种不平衡的三角关系，在中苏、英
美的正反作用力下于 1953—1954 年完成了校正、回调，缅甸走上了更加平衡的中立外交之路。
二、跛脚的英缅美三角关系
虽然，1948 年缅甸和平地获得独立，并退出了英联邦国家，但是独立初期英国在缅甸仍然具有
特殊的影响与地位。1947 年 8 月 29 日，双方在仰光签署了为期三年的英缅防务协定，规定只有英
国有权向缅甸陆海空三军派遣军事顾问团训练缅甸军队，英军根据“和平时期的惯例”可以进入缅
甸领空和领海。［16］缅甸虽退出英联邦，但还是英镑区的成员国。大米是缅甸的经济支柱，但大米出
口由英国政府独家代理，并通过英格兰的银行账户以英镑结算。缅甸的石油、采矿、电力等重要部
门仍为英国资本所掌控。
缅甸独立后 83 天即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到 1951 年 3 月时，各种反政府武装人数达到 1． 5
万人，先后有上万人的国防军、警察、民团武装人员哗变加入叛乱，［17］吴努政府命悬一线。在这种
情况下，英印美向缅甸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援助和支持，这是吴努政府能够摆脱危机存活下来的重要
原因之一。1949 年英国向缅甸提供 1 万支来复枪用来平叛，同年印度也向缅甸紧急提供了军火。
有学者提出，印度政府这次迅速、及时的支持为缅甸政府扭转败局发挥了关键作用，［18］这一点也得
到了吴努的认可。［19］1949 年底，缅甸向英联邦国家求助 600 万英镑贷款，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
1952 年 3 月 11 日，缅甸加入了英国发起的科伦坡计划，该经济、技术援助计划在南亚、东南亚的英
联邦国家实施，以抵御东方阵营的影响和维系西方的势力。
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的确向缅甸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这些
援助距离缅甸人的要求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到 1948 年底为止，缅甸向英国提出的援助需求是:
“23 000支步枪、1700 万发子弹以及其他轻型武器、布朗式轻机枪、迫击炮、手榴弹，还有两架喷火
战斗机、海军舰艇和炮弹。”［20］结果不仅英国的军事援助数量与缅甸人的要求相差甚远，而且交货
的时间一再拖延。1949 年 12 月 2 日，吴努总理向英国首相昂礼提出，缅方希望设立 10 个营的边境
部队以防范中国可能的侵略，请英国提供武器装备。随后，缅方多次要求英国支持该计划，但都未
获支持。［21］1950 年 5 月 13 日，吴努在与昂礼会谈中再次特别要求英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昂礼坦承
给他们武器是无用的，除非英方确定武器能得到恰当的使用，美国在中国的援助经历就是个教
训。［22］
1949 年，缅甸要求英国提供 3400 万英镑的经济援助，英国不愿也无力满足这一要求，遂让印
度、巴基斯坦、锡兰、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次年一起向缅甸提供了 600 万英镑贷款，其中英国承担
375 万英镑。但是，这笔贷款后因缅印债务问题、战前英国对缅援助等问题并未得到实际使用。缅
甸加入科伦坡计划后，得到的多是各种技术援助而不是实物、金钱，而资金上的援助只有 178 万美
元。［23］英国未能满足缅甸的愿望提供其要求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原因是:英国战后实力衰退，对
缅甸援助的能力有限; ［24］英国工党政府对英联邦帝国事务的兴趣、抱负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都在下降;英国内部一致认为缅甸对英国的国防战略并不重要，只要保持缅甸不要落入敌手或分裂
即可。［25］英国还认为，缅甸提出的军援要求超出了其实际需要，缅政府的劣治会让多余的武器被不
当使用或者流入叛乱集团手中。所以，给缅甸人的武器供应一直低于他们所要求的数量，缅甸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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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越来越不满。［26］而令缅甸人恼火的是，英国要求其援助的武器不能被用来镇压克伦族的叛乱。
更严重的是，英国人还被指控干预缅甸内政，支持少数民族叛乱武装，有英国军官在帮助克伦族武
装发动叛乱。［27］1952 年 12 月，奈温向美国驻缅大使抱怨，英国驻缅军事顾问团成员与部分缅甸人
在结党营私。［28］
正如休·廷克( Hugh Tinker) 所指出的，新独立的缅甸政府对英国的态度主要由两个元素构
成，对英国模式的推崇和对英帝国主义的怀疑。在缅甸领导人的同一篇讲话中，可以经常发现这两
个交织在一起的元素。［29］吴努眼中所谓的“最友好的”“最坦诚的”缅英关系，在缅甸人满怀期望的
援助诉求被英国冷遇、英帝国主义与国内叛乱藕断丝连之下，自然遭到打击，导致缅甸对英国的信
任与期望降低。1953 年缅方通知英国，1947 年签署的英缅防卫协定在 1954 年 1 月 4 日终止，不再
签署新的协定。美国学者卡拉汉( Callahan)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军方高层认为英国在支持叛乱的
克伦族，没有向缅军提供足够的援助所致。［30］
除了前宗主国英国之外，美国是这一时期缅甸着重交好与倚重的大国。1950 年 9 月 13 日，美
缅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美方向缅甸提供首批 1000 万美元的援助。1952 年，根据三家美国咨询、工
程公司的设计、规划，缅甸政府提出建设福利国家的目标，数百名美国顾问进驻缅甸，帮助其实施这
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31］美国还向缅甸提供 10 艘海岸警卫队退役快艇用于
内陆水域巡逻。但总体来说，美国对缅甸的经济、军事援助与缅甸人的预期也相差甚远。
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政府提出请美国培训 300 名军官，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入侵，但没得到美
方的优先考虑。［32］随后，美国驻缅使馆多次向白宫汇报，否认中国入侵缅甸的可能性，［33］怀疑仰光
在夸大中国的威胁，从而获得更多的英美军事援助。［34］
导致华盛顿没有积极因应缅甸提出的各种安全、军援诉求，首先是当时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目标
所致。鲁塞尔·法菲尔德认为，1899—1954 年，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有限的。美国只
是对东南亚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地影响这个地区的发展，美国在东南亚的目的以促进各国
内部稳定和集体安全为中心。［35］美国在缅甸的政策目标是，援助缅甸，帮助其实现国内的稳定和社
会经济发展，倒向美国，防止其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1954 年之前，美国在东南亚区域和缅甸的政
策目标决定其对缅甸的各种援助诉求反应有限。
其次，与英国政策协调的缘故。在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美国认为缅甸是英国的传统势
力范围，英缅签订有防务条约，因此缅甸的防务、军事援助应主要由英国负责。1951 年 5 月，英法
美三国在新加坡召开的关于东南亚的军事会谈确认了这一立场和政策定位。［36］美国提出自己在缅
甸只是发挥补充和次要的作用，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英国稳定缅甸局势和防范缅甸政府被共产
党推翻。如果中共大规模支持缅共，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不能相应增加援助，美国才会增加军援改变
目前的政策定位。［37］
再次，美国认为缅甸仍在基于实用主义奉行中立，没有完全倒向西方，对其不够信任。缅甸既
想同英美发展密切的关系，但又对后者心存疑虑，这向美国释放了不确定的政治信号。缅甸既有与
美方接触、讨论与西方全面结盟的一面，又表现出反帝、不信任西方的一面，不愿意承担美方要求的
义务以换取更多的军事援助。［38］对于缅甸的军援要求，美国国务院菲律宾和东南亚事务办公室提
出反对意见，理由是缅甸政府还没有准备在冷战中完全改变其中立政策，成为积极反苏的盟友。［39］
最后，同英国一样，美国也认为缅甸政府和军队都不可靠，大量的军援在缅甸不能被有效、正确
地利用，这一点也得到英法美三国新加坡军事会谈的一致背书。1951 年，美国国务院内部反对向
缅甸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理由是即使缅甸拿到了大量的、超出其实际需求的军火，也不能增加缅
甸政府的防卫能力和平叛能力，多余的武器会被变卖或用于私人武装，因此美国首先应满足盟友的
需要，拒绝缅甸人的援助要求。［40］
这一时期，对美缅关系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在缅甸犯了和英国一样的错误，触碰了缅甸人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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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1950 年初，部分国民党军败退逃到缅甸北部，侵占缅甸领土，割据一方，严重威胁了缅甸国家
安全。他们对外武装袭扰云南，离间中缅关系，让缅甸人更加担心中国的入侵，对内则同叛乱的缅
甸少数民族武装合作，试图推翻缅甸政府。美国一方面答应帮助缅甸，进行外交斡旋让台湾撤走国
民党军，另一方面又秘密支持、武装入侵缅甸的国民党军，使其势力、威胁反而不断增大。美国在该
问题上的两面政策，表里不一的做法，引起缅甸对美国的严重不满和猜忌。1953 年 3 月 17 日，缅
甸通知美国从当年 6 月 30 日开始，不再接受美国的援助。
1947 年，吴努提出为了防止外来侵略，缅甸需要寻找好的盟友时，也告诫说盟友一旦找错，那
会比外来侵略者更危险。［41］英国、美国上述给缅甸带来的这种不信任和经济军事援助诉求的落差，
部分印证了缅甸人的这种担心，反向增加了缅甸同中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动力。
三、中苏对缅甸政策的调整
1950 年中缅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缓慢、有限，吴努将其描述为“是不明朗的，是颇为冷淡的”
关系。［42］相比之下，这一阶段的缅苏关系更不乐观。虽然，苏联与缅甸早在 1948 年 2 月 18 日建
交，但直到 1951 年初双方才互派大使，双边关系更为疏离。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苏中依据
两大阵营理论，都将缅甸视为西方阵营的“走卒”，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对其采取了不信任、冷
淡的态度，自然更不会支持缅甸政府对国内革命的武装围剿。缅甸政府也试图改变与两大阵营东
冷西热的局面，安抚、争取国内的左翼力量。1948 年 5 月 25 日，吴努公布了“左翼团结纲领”，声称
缅甸要“同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建立如同现在和英美那样的政治经济关系”。［43］但是，在中苏没有
改变对缅甸的政策和态度之前，缅甸的这种尝试暂时只能是一厢情愿。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待东南亚、南亚的新兴独立国家态度冷淡。1947 年 9 月 22 日，苏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将国际政治分为两大阵营。［44］苏联对
外部世界的这一二分法也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很快也接受了“两大阵营”
理论，并按照该理论来建构对外关系，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否定“第三条道路”、中立主义。苏联
关于殖民地的革命理论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殖民地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
所以，甘地、尼赫鲁、苏加诺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被其视为“帝国主义的奴才”“代理人”，背叛了
他们的国家。［45］中共依据这一理论也持同样的判断，认为缅甸和印度是仍受西方控制的殖民地或
半殖民地国家。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中国重新认识、评估国际政治的各种力量和格局，其中也包括对
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1953 年 6 月 5 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这样总结说，朝鲜战争“把我们
对国际问题中许多不清楚的事情都解决了”。［46］首先，经过这场战争，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总体判断
是:美国在朝鲜战场的表现说明其并没有那么强大，不会轻易挑起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对立是基本
的局面，但形势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世界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因此，推迟战争，
争取和平，“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47］成为中国新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其次，缅甸、印度、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和做法，特别是对美国围堵中国的
反应，既促使中国改变之前将他们简单视为西方“傀儡”的认识，又为实施新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
了动力与依据。缅甸虽然初期支持西方阵营在朝鲜战争上的立场，但不久与印度一起调整政策，反
对联合国将中国认定为侵略者，在联合国对中国实施战略物资禁运问题上都投了弃权票。缅印还
多次呼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外，缅甸拒绝加入美国组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953
年又叫停了美国的援助，批准缅甸私人公司向中国出口被联合国禁运的战略物资橡胶等。因此，在
新的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下，中国从现实主义出发，以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区分敌友，而不再
简单地以意识形态为唯一标准来区分、认知外部世界，改变了之前对民族主义国家、中立不结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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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刀切的负面判断。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承认同中国建交的东南
亚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具有独立属性，不应再称他们为殖民地国家，而且这些“东南亚国家在战
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所以是中国争取的对象、［48］属于友的范畴。
在具体对缅政策的调整上，中国充分注意到缅甸释放的善意与政策信号，并在适当的时候做了
积极的肯定。1953 年 5 月 20 日，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缅甸劳动考察团和缅甸驻华大使时，称“缅
甸政府 6 月间停止接受美援，使许多亚洲国家感到兴奋”。［49］1954 年 6 月，周恩来首次访缅与吴努
会谈时，特别强调了缅方有三点为中方所欢迎和认同: “不赞成美国在东南亚组织的侵略集团”，
“不愿成为外国干涉者的军事基地，不愿接受有条件的援助”，这些是“我们有友好合作的基
础”。［50］这样，1953—1954 年，一方面中方开始试图争取东南亚民族主义中立国，另一方面对英美
不满、有所猜忌的缅甸试图与其保持距离，寻求更多元平衡的关系伙伴，双方共同的利益与意愿很
快让中缅关系在 1954 年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在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问题上，中国在从认识到政策实践的转变和
落实过程中，苏联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奉为圭臬的“两大阵营”理论是由苏联所提出，并
被用来指导整个东方阵营的对外关系。所以，虽然中国依据自身的利益、感受和判断，试图调整对
印缅等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但是没有苏联的首肯，政策调整依然无法落地。例如，1952 年 9 月，
毛泽东电告正在访问苏联的周恩来，印度和缅甸表示愿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希望中印两国
总理互访。毛提出这种提议“不大好拒绝”，请其与苏方就此进行商谈。［51］
相比之下，苏联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对缅态度的调整要比中国稍微慢一些。这让苏联
浪费了一个在亚洲和非洲寻找盟友和朋友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时期亚非大部分地区或者刚刚独
立，或者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高涨，而苏联不仅没有支持，赢得他们的友谊，反而将其视为敌人。［52］
所以，虽然中方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调整要快于苏方，但具体到政策转变层面上时仍受制于苏联
的态度。不过，这种态势很快出现了转变。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的病逝，为苏联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苏联外交
政策的这次转变再次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就如 1947 年日丹诺夫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特
征归结为“两大阵营”那样。［53］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的领导层首先应明确了新的外交目标与定位，
“是防止新战争，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54］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扩大和平这一政策定位下，
苏联也相应开始调整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特别是 1955 年初赫鲁晓夫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
位之后。
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独特特征是开始重视亚非新兴国家，改变之前对中立主义的否认态度，承
认不结盟的意义与合理性。［55］苏联对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给以很高评价，特别是缅甸拒绝参加美国
组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56］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外交政策调整带来的连锁效应，很快在中苏两
国与缅甸的关系上先后体现出来，同时这些调整和变化在缅甸国内也得到积极的响应。
四、缅甸政策调整的国内政治经济动力
1948—1954 年，中苏与英美分别对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确立形成了拉力与推力，缅甸国内各
方如何因应这些外部压力和因素，做出政策调整和选择? 考察这一议题，首先应明晰缅甸的政治结
构与生态，即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机理，这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
1948 年缅甸独立之后，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经济上的目标是
建立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拒绝共产主义的方法，而严格遵守民主的方式”。［57］吴努时期，一方面缅
甸共产党( 红旗与白旗) 被视为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思潮在缅甸可以
公开传播，国内政党与两大阵营的政党都可以保持公开的交往。反帝、反殖民主义与支持认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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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的两种对立政治倾向在缅甸国内可以公开并存。缅甸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意味着，国内支
持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具有彼此牵制的制度空间。缅甸选择中立也是在因应国内这种政治生态。对
此，有学者评价说，缅甸采取中立是其认识到选择这一可行的政策的意义，中立没有恶化缅甸国内
复杂问题的危险性，［58］这种政策选择也是国内左翼与右翼相互妥协的结果。［59］
1948—1954 年，缅甸在处理与两大阵营的关系，确立中立外交的过程中，以工农党为首的反对
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抨击、批评吴努政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反对缅甸接受英美的援助，要求
政府与社会主义阵营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60］该党一直宣传自由同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自由
同盟政府任何有关美国的接近，都遭到了工农党的大声谴责，将其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证据。［61］刚
刚摆脱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缅甸，对大国的影响仍较为警惕和多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浓厚。有学者
评论说，战后缅甸人普遍对外国人的怀疑让缅甸政府和其主要的政治支持者社会党处于不利的地
位。缅甸政府必须与英国和其他大国相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总是会受到极端民族主义
者的抨击。［62］缅甸独立后国内的这种心理与气氛，让执政者在两大阵营之间不得不分外小心。
独立后，缅甸只接收了西方阵营的援助，这成为反对派质疑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之
一，而且的确也发挥了有效的牵制。1951 年 2 月，工农党在议会提案表示，虽然目前缅甸摆脱了英
国殖民统治，“但是帝国主义仍然以所谓援助的种种化身对缅甸进行着侵略。因此目前缅甸人民
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打到，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国家。”［63］10 月 18 日，缅甸保卫
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德钦伦在《云南日报》上撰文，批评美国利用经济援助的名义在缅甸扩大、修建
飞机场，建设军事基地，针对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缅甸驻华大使馆为此向中方表示，缅甸“不允许
任何国家在缅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破坏的”。缅甸政府“严格遵守着它
的中立和善邻政策”。［64］同年 11 月 13 日，美国驻缅大使大卫·基( David M． Key) 评论说:尽管缅
甸政府努力争取西方的援助，但是一直拒不接受美国提出的共同防卫援助计划，“缅甸政府需要极
其小心接受英美的援助，以免被反对派攻击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65］
对此，吴努曾公开表示，“在我们国家内部有一撮机会主义小团伙，他们从来不论证事情的真
相……他们把我们说成是英国人、美国人的工具，因为我们接受了英国和美国的援助。”［66］1952 年
7 月 19 日，吴努在烈士节的公开讲话中表示，缅甸将请苏联和中国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
助。［67］因此，如能与中苏关系取得突破，获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援助，无疑会帮助缅甸政府化解
反对派的指责和压力。而且，加强同中苏友好往来也正是缅甸国内左派的重要主张。1952 年，缅
甸计划邀请周恩来总理访缅，认为周此行将不仅驳斥国内反对派指责政府是英美工具的宣传，而且
会打击反政府革命武装的锐气，使叛乱者改变对政府的态度。［68］
除了政治考虑之外，缅甸与中苏的走近还有经济方面的现实需求。如上文所言，英美西方国家
的资本和援助远不能满足缅甸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需要寻求更多的市场和经济技术援助者。更
重要的是，1953—1954 年，缅甸经济和福利国家建设计划遭遇严重的危机。大米是缅甸的经济支
柱，1954 年吴努在北京这样解释大米对缅甸的决定性意义:缅甸的“复兴和行政工作的成功完全取
决于大米的销售。如果不能出售大米，那很可能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动摇”。［69］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报告也强调了这一点，1951 年之后，缅甸外汇的四分之三来源大米出口，国内的整个国民经
济恢复、安全稳定都要仰仗大米贸易。［70］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大米市场价格暴涨，缅甸受益良多。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公司帮助缅甸设计了福利国家建设计划，其预测在该计划实施期间，大
米出口价格只会微跌，不会少于每吨 50 英镑的价格，［71］所以该计划耗资巨大。战争结束后，国际
粮食价格暴跌，这给主要依靠大米出口的国家缅甸和泰国都带来了经济困难，大米积压严重。［72］同
期，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也在处理国内积压的大米和小麦，其低价倾销的做法抢占了缅甸传统的大
米市场，“打击了缅米外销”，［73］加剧了缅甸大米积压情况。1953—1954 财年，缅甸大米出口金额
下降了 18%，达 1． 79 亿缅元。［74］1953 年，缅甸大米库存 70 万吨，比 1951 年增加了 86%。［75］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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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953 年缅甸又遭遇旱灾、虫害、洪灾，使得农业生产雪上加霜。［76］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大米出口和外汇储备都迅速下降，福利国家建设计划资金短缺难以为继，
而此时缅甸又叫停了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经济上遭遇困境的缅甸急需寻找新的经济伙伴，特别
是大米市场。为此，缅甸请求中国购买滞销的大米。［77］“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实施了在缅甸统治集
团中支持和加强吴努集团，而削弱亲美集团的影响力的政策”，购买缅甸大米，帮助其克服经济和
财政困难。［78］1954 年，两国在仰光签署了经贸协定，同意购买 15 万吨缅甸大米。中国用经贸来推
动双边关系发展的举措的确赢得了缅方的认可。缅甸领导人在国内外多次称赞中国的这一做法，
“对缅甸帮助很大”，［79］“中缅两国缔结的贸易协定大大地缓和了”大米积压造成的经济危机。［80］
同中缅关系相比，苏缅关系取得突破稍晚一年。1955 年初，缅甸贸易代表团访问苏联和部分
东欧国家，寻求缅甸大米买家。7 月 1 日，苏联与缅甸签订了易货贸易协定，苏联用机械、商品、技
术服务等交换缅甸 15 万—20 万吨大米。同年 10—11 月，吴努访问苏联时，感谢苏方购买缅甸大
米，帮助化解经济危机，并要求苏联帮助缅甸发展经济。苏联答应帮助缅甸，援建一个体育场和一
个国际会议中心。［81］12 月 1—7 日，赫鲁晓夫、贝尔加宁回访缅甸，双方签订援助协定。苏联在农业
发展计划、水利工程建设上支持、帮助缅甸，并给缅甸捐建一所工艺学院。［82］
五、结论
1948—1954 年，缅甸中立政策的确立和执行是一个在与各方接触、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无论
是从安全上，还是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考虑，缅甸最初还是试图与英美大国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
后者也的确对缅甸新生政权的巩固与维系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双方密切的关系背后又蕴含着危
机和问题，与中苏表面冷淡的关系背后又萌发着走近的动力与需要。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对中立民
族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英美对缅政策出现偏差，缅甸国内出现政治经济危机，缅甸与东西方之间
的三角关系的发展动力与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缅甸较快调适它在二者之间的钟摆，特别是对华政
策，开始实行更加平衡、多元的中立外交。
在这一阶段的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确立与形成过程中，除了上文所讨论的具体影响因素之外①，
其表现出来的一些决策心理和定位值得注意，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中立主义能够成为缅甸外
交政策传统的深层逻辑。
安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缅甸独立后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一直比较明显和强烈。这
些不安全感首先直接来自国内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外部大国的干涉和威胁，其次是缅甸领导层对
自身地缘位置与实力的认知和评估。缅甸对自身国力有清醒的认识。1955 年，吴努撰文详述缅甸
实行中立外交政策的原因时这样描述说，“缅甸是大概 1800 万人的小国，国内局势动荡，经济不稳
定，军事实力薄弱。”［83］缅甸认为自己处于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大国对抗的前沿，像身处“仙人掌中
的脆弱葫芦”。［84］缅甸地缘位置的脆弱性加剧了其危机感和谨慎程度。在应对这些现实中的危机、
潜在的或想象的威胁过程中，对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大国侵略，缅甸内部是存在分歧的，有的
要求与英美全面结盟，也有的主张大力扩军备战。在本文所考察的这一时段，以吴努为代表的政治
家的看法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缅甸外交政策的定位。
1950 年 9 月 5 日，吴努在议会发言时两次特别强调，像缅甸这样弱小的国家无论怎样扩充、加
强国防力量都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85］所以只有和大国保持友好关系、保持中立和不结盟才能有
效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冷战时期，缅甸能够持久地坚持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关键就在于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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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这一原则，即使当其与某个大国关系恶化、安全受到威胁之后，仍然通过与对方和缓关系的方
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贸然引入其他大国来解决安全困境。印度则是相反的案例。印度独立后最
初虽然也积极倡导、实施和平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但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苏联结盟。
对大国的不信任和防范是吴努政府的另一个基本心理，这是缅甸中立不结盟外交取向形成的
重要原因。对于大国，吴努直言: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人利益而行事的，所以不要
让缅甸成为他们的傀儡，也绝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把缅甸的命运交到他们手里。［86］1957 年，缅甸副
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解释说缅甸害怕大国“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从历史
上看大国总是欺侮小国。缅甸处在大国之间”。［87］
此外，这一时期缅甸的地缘心态体现出另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缅甸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缅甸
在世界中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冷战中的两大阵营的主要大国以及其他国家认为缅甸是个值得
帮助的国家，但大国对缅的援助是有其自身目的和利益的。［88］缅甸这种“奇货可居”的心态是此后
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纵横排阖，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基础。所以，当英美的援助与缅甸人
想当然的“待价而沽”的定位不匹配时，会导致其寻找更多的伙伴与援助。另外，当任何一方在缅
甸的影响力过大时，其会有意与另一方接近来平衡这种影响。缅甸的对华政策史就表明，仰光一直
是在制衡与追随之间徘徊。［89］回溯历史，观照现实。2011 年以来，中缅关系变化的轨迹、缅甸政府
对华态度的起伏变化，再次清晰地诠释了缅甸人的上述地缘和政治心理。
外交政策传统反映一国长期、稳定的对外行为的偏好与倾向性。缅甸人在确立中立外交政策
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安全感、地缘心态、对大国的防范、对自身的定位与认识，是构成中立外交
传统的基本要素，已内化为缅甸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是外界观察其外交政策趋势的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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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rma’s traditional neutralist foreign policy was formed between 1948 and 1954． The dynamics of Burma －
East － West relations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ree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hina and the USSＲ adjusted their
policy toward neutralist states; Britain and the U． S． deviated from their usual policy towards Burma; and an economic cri-
sis struck the country． These developments had a pendulum effect on Burmese foreign policy． Ｒangoon began to pursue a
more balanced neutralist approach between the two blocs in 1953 and 1954，and stuck to it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The
basic content and continuity of Burma’s foreign policy had its roots firmly embedded i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neutralist di-
plomacy． The perception of insecurity，geopolitical mindset，precaution against great powers，and self － perceptions in in-
ternational politics constitut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Burmese neutralism orthodoxy，which have been interiorized in her tra-
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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